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密教特点与定位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密教研究之一 

赵晓星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本文以密教研究为中心，通过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汉藏佛教文献的疏理和这一时期开凿、重修洞

窟等石窟考古资料的整理，结合前贤研究成果，总结出吐蕃时期敦煌密教的主要特点，并对这一时期密教

所处的发展阶段做一定位。作者认为：1、此时的敦煌密教主要处于晚期持明密教阶段，但陀罗尼密教仍旧

流行，不同于此后的纯密，这两者是公开传教的。在吐蕃人上层中，胎藏界与金刚界密法已有人开始修持。

2、从遗书和考古资料来看，这时的密教，敦煌与吐蕃本土既有许多共同点，也有不少差别，汉人和吐蕃人

的密教取向差别较大。汉人仍比较注重汉密，由于吐蕃的占领，此时中原虽然已进入密宗时期，但敦煌的

汉人仍以持明密教为主要信仰方式。在吐蕃人中，受印度传入的大乘密宗影响较大。3、带有杂密思想的大

乘经典与经变画非常流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此时的密教并非是独自流传或秘密传授的，而是与许多

大乘显教经典相辅相成的。4、与当时敦煌流行的其他佛教思想相比较，密教更容易被民众接受与信奉，因

此相当流行。5、从唐代前期比较流行的判教思想来看，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密教信仰出现的特点是与这些判

教思想相一致的，也是符合当时民众信仰普遍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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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密教，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公认的研究难点，也是近年来学术界关

注的热点问题，不少学者都围绕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代表性的观点有：1、宿白先

生认为：“中唐时期莫高窟的密教形象，无论因袭本地的盛唐因素，或是来自中原的新样，

都是一派唐风。”12、吕建福先生认为：“吐蕃时期传译流行的密教主要是陀罗尼、持明（事

部）、真言（行）及瑜伽诸部密教，其中陀罗尼和持明密教流行更广”，“吐蕃时期已有大瑜

伽密教传入，并流传或影响到敦煌密教”，“吐蕃密教在其腹地和敦煌的情况基本一致”。23、
田中公明先生将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密教绘画与古藏文文献互相比较，考察了吐蕃占领前后的

敦煌密教，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并发现不少成书年代较早的印度后期密教圣典（无上瑜伽怛

特罗）及其相关仪轨在吐蕃佛教前弘期就已经传入，也就是说在吐蕃时期胎藏界与金刚界两

部密法就已有人修持。34、谢继胜先生认为：“文献的证据表明包括上乐金刚法在内的金刚

乘无上瑜伽密智慧母续部法与仪轨在吐蕃地方前弘期就已经存在并在一定范围内流传，这一

点无庸置疑。”45、李小荣先生整理了汉文密教文献之后认为：“在当时敦煌地区所流行的密

教信仰多为早期的持明密教、中期的真言乘及金刚乘，尤其是前者。而且以实用性的经咒、

坛法为主，而少义理的探讨，如密宗的基本经典——《大日经》、《金刚顶经》之类的抄卷极

少，前者迄今为止仅发现一个抄卷，即 B.7320。”56、彭金章通过对敦煌石窟现存密教遗迹

的调查，认为中唐时期正处于敦煌密教的中期阶段，属于汉传密教的鼎盛期，并首次从西藏

传入印度波罗风格的艺术作品。6 

以上诸位学界前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有开拓性的，那么，吐蕃占领时期的密教到底有

哪些特点，处于密教发展的哪个阶段呢？吐蕃本土与敦煌在密教信仰方面是一致的还是有很



 

 

大差别的呢？要将吐蕃时期敦煌密教的研究深入下去，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是结合敦

煌的遗书遗物，联系当时的社会与宗教背景，给这一时期敦煌密教一个合理的定位，建立一

个相对健全的研究体系。 

 

二、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密教遗存 

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密教遗存，主要包括藏经洞出土文献文物与敦煌石窟资料，为了便

于研究，可分为文献资料和图像资料两个大的类别。 

（一）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密教文献7 

李小荣先生在《敦煌密教文献论稿》中将敦煌的汉文密教文献归为两大类，即“完整”

抄录体形式的密教文献和“摘录体”类型的密教文献，这是根据文献最基本的抄存形式进行

划分的。8彭建兵先生在《敦煌石窟早期密教状况》一文中进一步将早期敦煌密教文献分为

杂密写经、杂密抄集写经（咒）、疑伪杂密写经和蕴含密教因素的大乘佛经写经四大类。9吐

蕃统治敦煌时期，密教信仰出现了极为复杂的情况，一方面继承了唐代汉密的内容，一方面

从吐蕃传入当时印度的密教，仅从抄存形式来对此时的密教文献进行分类已不能解决研究中

遇到的问题。因此，笔者针对密教文献的内容与表达的信仰方式，将这一时期的密教文献分

为陀罗尼经典、持明经典、胎藏界与金刚界的纯密经典、含有密教性质的疑伪经及含有杂密

思想的大乘经典五大类。另外，这一时期的敦煌文献包括汉文和吐蕃文两种文字书写的，把

文献分为汉、藏两类论述进行比较也是必要的。10 

陀罗尼密教，约形成于公元三世纪初的印度，此时出现了独立的陀罗尼经典，突出咒陀

罗尼的地位。11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陀罗尼密典主要有： 

汉文文献 吐蕃文文献 

佛说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昙倩译） 待考 

六门陀罗尼经（玄奘译） 六门陀罗尼经 

金有陀罗尼经（法成译） 待考 

持世陀罗尼经（玄奘译） 持世陀罗尼经 

佛说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佛说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大佛顶如来放光悉怛多钵怛啰陀罗尼（不空

译） 

如来佛顶髻白伞盖陀罗尼 

最胜佛顶陀罗尼经（法天译） 最胜佛顶陀罗尼 

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义净译） 天地八阳神咒经 

灌顶经（拔抄） 待考 

圣观自在菩萨一百八名经（天息灾译） 圣观自在一百八名经 

佛说文殊师利一百八名梵赞（法天译） 文殊一百八名陀罗尼及真言 

六字真言 六字大明咒 



 

 

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不空译） 无边门陀罗尼经 

观自在菩萨销伏毒害陀罗尼经（不空译） 消伏毒害陀罗尼经 

佛说大吉祥天女十二名号经（不空译） 佛说大吉祥天女十二名号经 

金刚摧碎陀罗尼（宋契丹国师慈贤译） 金刚摧破陀罗尼 

佛说守护大千国土经（施护译） 守护大千国土经 

佛说无量寿大智陀罗尼（法贤译） 无量寿智陀罗尼 

除一切疾病陀罗尼（不空译） 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 

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不空译） 佛说大孔雀王神咒经 

 

陀罗尼发展到四、五世纪，印度密教史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有人取手印与陀罗尼

相配，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供养法、像法、曼荼罗法等，逐渐形成一套完备的密法体系，

这就是继原始密教之后的持明密教。12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持明密典主要有： 

汉文文献 吐蕃文文献 

佛说回向轮经（尸罗达摩译） 待考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敦煌写卷中主要为佛陀波利

译本） 

待考 

诸星母陀罗尼经（法成译，藏译汉） 诸星母陀罗尼经 

佛说十一面神咒心经（玄奘译） 观自在十一面陀罗尼 

大佛顶首楞严经（般剌蜜帝译） 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 

大威德金刚坛法 三续 

佛说旃檀香身陀罗尼经（法贤译） 佛说旃檀香身陀罗尼经 

不空绢索咒心经（玄奘译） 不空绢索咒心经 

待考 不空绢索那麻陀罗尼 

不空绢索陀罗尼经（李无谄译） 不空绢索陀罗尼经 

待考 圣母顶髻白伞盖陀罗尼 

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宝思惟译） 大明王随求陀罗尼经 

佛说摩利支天经（敦煌本多与附梁录失译人名之

经本较为接近） 

佛说大摩里支菩萨经 

佛说普贤菩萨灭罪陀罗尼咒（出于 陀罗尼杂《
集 ，阿地瞿多译）》  

圣普贤陀罗尼 

诸佛集会陀罗尼经（提云般若等译） 诸佛集会陀罗尼 



 

 

佛说出生一切如来法眼遍照大力明王经（法护

译） 

大力明王经 

 

含有密教特性的疑伪经指那些由后人伪造的，但同时具备密教特性，宣扬经典神异功效

的佛教文献，吐蕃统治时期的此类经典主要有： 

汉文文献 吐蕃文文献 

新菩萨经 待考 

佛说救命护身经 待考 

劝善经 待考 

 

六世纪末、七世纪初时，在晚期持明密教的基础上，印度密教又发展成了以《大日经》

系经典为代表的真言乘和以《金刚顶》系经典为代表的金刚乘密教，这一时期密教才进入了

密宗时期，也就是纯密时期。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胎金两部密法的纯密经典有： 

汉文文献 吐蕃文文献 

大毗卢遮那佛神变加持经 （善无畏 一行译）《 》 、 待考 

金刚顶瑜伽理趣般若经 （金刚智译）《 》  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百五十 

金刚顶经一切如来深妙秘密金刚界大三昧修习瑜《
伽迎请仪》、 金刚顶经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
王经深妙秘密金刚界大三昧耶修习瑜伽迎请仪 金》、《
刚峻经金刚顶一切如来深妙秘密金刚界大三昧耶修行四

十九种坛法作用威仪法则 金刚峻经金刚顶一切如》、《
来深妙秘密金刚界大三昧耶修行四十二种坛法作用威仪

法则 （均为不空译）》  

金刚乘仪轨书、咒语 

黑如迦仪轨文书 

待考 呼金刚密咒、胜乐金刚密咒经 

待考 内方便大瑜伽怛特罗一切总集 

 

密教是在大乘佛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在陀罗尼密教正式确立之前，许多重要的大

乘经典中都带有陀罗尼的内容，到后来甚至于形成专门的“陀罗尼品”。虽然这些陀罗尼品

在大乘经典中并不占有中心地位，但对于更为关注现实利益的普通信众来说，经典的功效、

信奉诵持经典能够取得的功德与利益更为重要，佛教越世俗化的时期，这些大乘经典中的杂

密思想就越吸引信众。吐蕃时期所信奉的含有杂密思想的大乘经典主要有： 

汉文文献 吐蕃文文献 杂密内容 现实利益与功用 

药师如来本愿功德

经（玄奘译） 

待考 全文 致福消灾之要法，忆念称名则众

苦咸脱，祈请供养则诸愿皆满，可救

死还生、除九横死，王者可借此攘灾



 

 

转祸为福。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鸠摩罗什译

本真言部分，另敦

煌遗书中有专门

的金刚经陀罗尼

咒 

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此

经均可获无量功德。 

金光明最胜王经 金光明最胜王

经（法成，汉译藏）

四天王品、功

德天品、坚牢地神

品、散脂大将品等

诸经之王，护国三经之一，书写、

受持、诵读、传布此经不仅可以获功

得，消灾去病，还可以护世护国。 

佛说大方广菩萨十

地经 

待考 十地陀罗尼 得闻此经可得种种陀罗尼功效 

小无量寿经（多附

于净土经典之后） 

小无量寿经 往生净土咒 诵此咒者阿弥陀佛常住其顶，命

终之后任运往生。 

大宝积经 大宝积经 密迹金刚力

士会、净居天子

会、无垢施菩萨应

辩会 

将陀罗尼与咒术相结合，可速证

菩提。 

大乘密严经（地婆

诃罗译 不空译）、  

大乘密严经 密严国（大日

如来净土） 

按此方法念佛受行可转生密严

国土。 

 

（二）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密教图像13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又被称为中唐时期，从公元 781 年14至 848 年，在莫高窟、榆林窟、

西千佛洞共开凿洞窟约 58 个，重修洞窟约 36 个。15此外，在藏经洞发现的绘画艺术品中也

有不少属于吐蕃时期16，这些都保存了大量的佛教图像资料，其中密教图像比较丰富。 

宿白先生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密教遗迹的特点有一段精辟的总结：“与盛唐比较，吐蕃

统治时期莫高窟密教形象的数量和所占壁面的位置都大大增多了。两身尊形成组的情况盛

行。主室东壁窟门两侧流行布置如意轮观音和不空羂索观音组像，还有新出现的千手千眼观

音和千手千钵文殊、双十一面观音、普贤变和文殊变、双地藏、双天王等组像。主室西壁主

龛两侧出现了普贤变、文殊变和双天王。上述这些组像，也分别出现在前室西壁两侧、前室

南北壁和甬道南北的整幅壁面。约在这时期的较晚阶段，文殊变出现了五台山背景；观音的

形象越来越繁多；天王也日益复杂，出现了毗沙门天王决海和东方提头赖叱天王。此外，主

室顶心出现了羯摩杵（交杵），围绕羯摩杵，有的还绘出一匝金刚杵（单杵）。甬道顶出现了

四臂观音和千手千眼观音。密教图像绘制于顶部正中的情况，这个时期也比盛唐有了发展。”
17这是针对密教图像在吐蕃时期敦煌石窟中的分布特点进行的概括。 

彭金章先生将敦煌石窟中依据密教经典绘制的壁画分为三类形式：“一类的形式与通常

所见的显教经变类似，但表现的肉容已经由显教教义转变为密教教义的经变画，称为密教经

变；一类是表现密教修法坛城的密教曼荼罗。其布局严谨而规范，一般是佛和菩萨在有圆轮、

方形并四门的坛城中说法；第三类则介于以上两类之间，既无坛城形式，又与经变形式有明

显不同，我们将此类密教壁画称为非典型的坛城，亦归属密教曼荼罗。还有一些界限模糊不

清，但学术界已经约定俗成的曼荼罗，也都归属在第三类。”18这是从图像形式来归类的。 



 

 

从图像绘制的内容来看，陀罗尼经典难以入画，所以这一时期几乎没有根据陀罗尼经典

绘制的图像；而此时期根据持明密典、胎金两部纯密经典、带有杂密思想大乘经典绘制的图

像都有发现，此外还有很多带有密教性质的单体尊像与瑞像图。由此，笔者将吐蕃统治敦煌

时期的密教图像分为持明图像、胎金两部纯密图像、带有杂密思想的显教经变、单体密教尊

像、瑞像图五大类。 

吐蕃时期，最为流行的密教图像基本上都属于持明类，如十一面观音经变19、千手千眼

观音经变20、如意轮观音经变21、不空绢索观音经变22等，在榆林窟出现了属于晚期持明密

教的毗卢舍那并八大菩萨曼荼罗23；纯密类的图像有属于真言乘的胎藏界莲花部八尊曼荼罗
24、属于金刚乘的金刚界寂静四十二尊曼荼罗25。此外，这一时期出现并流行的千手千钵文

殊变是依据不空译《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同时参考了《金刚顶

经瑜伽文殊师利菩萨法一品》绘制的，因此这一经变也属于纯密的金刚乘系统。 

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莫高窟第 361 窟，马德先生认为此窟极可能是报恩吉祥窟26。由

于窟顶藻井绘代表大日如来的羯磨杵，西壁龛外南、北侧分别绘普贤变与文殊变；一铺九身

塑像虽已全毁，却的确有可能是毗卢舍那佛并八大菩萨。东壁门南上画千手千钵文殊变（下

绘不空绢索观音变，与同窟其他经变不同，具有明显的印度波罗艺术风格），门北画千手千

眼观音变。主室所绘的为数不多的供养人多手持法器。因此，笔者怀疑莫高窟第 361 窟很

可能与早期的金刚乘道场有关，具体情况另撰专文论述。 

吐蕃时期的敦煌石窟内，带有杂密思想的显教大乘经变非常流行，如观无量寿经变、金

光明经变、华严经变、金刚经变、法华经变和根据法华经观音普门品绘制的观音经变等，这

些经变多与密教图像绘制于同一窟，或是突显信奉无量寿佛与观音的功德，或是带有护国护

法的实际功用。大量出现的文殊变与普贤变的组合则更是突出了密教思想与华严思想的相互

融通，体现了“文殊主智，普贤主理，二圣合为毗卢遮那，万行兼通，即是华严之义也。”27 

吐蕃时期还绘制了许多单体密教尊像，如西方无量寿佛、东方不动佛、成组出现的毗沙

门天王与毗璃天王等，特别是在重修的洞窟中大量补绘观音、地藏、毗沙门天王等与密教关

系密切的单体尊像，甚至还绘制了日藏、月藏菩萨。 

瑞像图是吐蕃时期出现的一种新题材，主要是绘制表现佛教神异的内容。从表面上看，

瑞像图并不属于密教图像，但实质上瑞像图的流行与密教的发展密不可分。武则天为称帝制

造社会舆论，一时间全国大造符瑞，故“天后时，符瑞图谶为上下所同好，自后秘密神异之

说风行。万回一日行万里，一行之东水西流，均为当时所乐道”28。正是这样的社会背景，

为开元时期密宗的传入铺平了道路，而瑞像图的兴起也应与武后时期“秘密神异之说”流行

有关。从瑞像图绘制的内容来看，也是宣扬佛教灵异神通的，与初唐时期敦煌的佛教史迹画

功能相似，带有杂密的性质。 

 

三、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密教所处的发展阶段 

根据上一部分，在现存的敦煌文献中，无论是汉文还是吐蕃文，种类还是数量，都以陀

罗尼密典与持明密典占多数，汉文中还存在少数带有密教性质的疑伪经。其中，胎金两部的

纯密经典较少，特别是《大日经》系的经典极少，相对来说，吐蕃文的金刚乘类经典较之汉

文要多，还有待进一步确认与研究，特别是在吐蕃文密教经典中还发现了属于后来大瑜伽密

教类的呼金刚、胜乐金刚文献等。据法尊大师对九世纪初形成的《丹噶目录》的统计，吐蕃

前弘期二百年中译事、行两部密典 18 种（包括四部注疏），各种陀罗尼 108 种29（或 101
种30），没有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密典。《丹噶目录》同样证明了陀罗尼密典与持明密典是吐

蕃时期最为流行的密教文献。吕建福先生总结出在敦煌出土的藏文密教写经中，“大多为陀



 

 

罗尼经典和事、行、瑜伽三部的经典，其中所谓的陀罗尼经典，有不少当属持明密典（即事

部）”31。实际上，汉文密典所显示的情况也是如此，除了有关观音、药师、佛顶等持明密

典所占数量较多之外，这一时期流行的陀罗尼密典也多是玄奘、义净、不空、法成等人在唐

代译出的，大多应属于持明密典，或是从持明密典中抽出的密咒部分，特别是数量较大的《大

乘无量寿宗要经》，虽是以陀罗尼的形式出现，实际上应属于阿弥陀信仰密教化的表现。这

些陀罗尼主要是因为书写简单、功德无量才大量流行的。从现存图像的情况来说，如上所述，

最为流行的仍是持明密教类的各种观音经变和药师经变，纯密图像虽已出现，但数量极少。

在吐蕃统治敦煌前后，最有可能对敦煌密教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两位密宗大师，一位是“开元

三大士”之一的不空，另一位是从印度入藏的莲花生。 

天宝十二载（753 年），河西节度使哥舒翰上奏唐玄宗，请求让不空到河西“请福疆场”，

不空从岭南回到长安，停留数月后即赴河西，此后到达武威，住开元寺，设坛灌顶，开翻译

场，大事弘密，后来又西去安西，直至天宝十五载（756 年）。32不空在河西弘密一直被认

为对河西密教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不空在河西开坛灌顶，主要传授的是金刚界密

法，从敦煌文献的情况来看，现存汉文《金刚顶经》类经典绝大多数都是不空所译。如果按

照密教的正常发展来看，到了吐蕃时期，敦煌的密教本来应该同中原一样，进入密宗时代，

但从现存的遗迹来看，纯密的遗迹极少，仍是以持明密教遗迹居多。笔者以为，出现这种情

况主要是因为密宗本身秘密传授的特点导致的。 

这里，需要弄清一个概念，就是“密宗”与“密教”是两个概念，密教只有发展到真言

乘与金刚乘的纯密阶段才能被称为“密宗”。汤用彤先生给宗派下的定义可以很恰当的说明

这一问题：“所谓宗派者，其质有三：一、教理阐明，独辟蹊径；二、门户见深，入主出奴；

三、时味说教，自夸承继道统。”33陀罗尼、持明密教，也就是所说的杂密阶段，密教信仰

与修持并不为密教僧人所独有，这一时期的密教是公开传教的。到了《大日经》与《金刚顶

经》出现后，一方面密教经典系统化，以大日如来作为教主，另一方面传授方式出现了重大

改变，由公开传授变成了严格的师徒秘密传授，未受灌顶而涉足密宗经典与修行被视为盗法，

以宗派之定义相衡，此时密宗作为一个宗派才得以确立。唐代，善无畏、金刚智所传的新密

教仅限于本宗内部传持，曼荼罗修持严格限制在密宗寺院、坛场和宫廷内道场；又密宗注重

三密修行，尤重瑜伽观想；这样就与持明密教的公开传教方式和注重承事供养的修法有很大

不同。 

由于密宗本身传授方式的局限，不空于 756 年东返，吐蕃于 781 年前后占领敦煌，这

些都可能影响到敦煌密宗的传承。特别是吐蕃攻陷敦煌，不仅打乱了敦煌的历史进程，也打

乱了敦煌佛教的发展，而密宗师徒秘密传授的方式比较脆弱，至今尚未发现这一时期的敦煌

高僧里有密宗僧人，所以密宗的传布被中断是很正常的。虽然，不空所传授的金刚乘密法在

吐蕃统治的敦煌仅有极少的遗存，但不空为适应河西军事，重视具有护国护法思想的毗沙门

天王法对后来的敦煌产生了重大影响，唐代曾有不空用毗沙门天王法作为护法护国的重要手

段在西北退敌的传说。毗沙门天王像在吐蕃时期非常流行，大量补绘于前代未完的洞窟中。 

密宗大师莲花生出生于邬仗那，于八世纪赤松德赞为吐蕃赞普时进入西藏。莲花生在吐

蕃传授的密法比较复杂，其中有像飞升、点金、起死回生之类的巫术咒语、持明密法，也有

金刚乘密法，甚至还有无上瑜伽密法。34莲花生入藏，主要是为了与苯教斗法，一路降服吐

蕃神鬼，为佛教进入吐蕃铺平道路。对于前弘期的吐蕃信众来说，深奥的佛教理论是很难接

受的，他们更为需要的是有实际功用的法术，这也是寂护失败与莲花生入藏的原因。因此，

最初使莲花生扬名吐蕃的应该不是甚深的密法，而是他早年在邬仗那学到的一些方术咒语和

八种持明成就。“他把密法传给八位灵子，也传给国王和他的臣民，显示给他们神的容貌，

并教给他们咒语和密法”35，这里所说的传给八位灵子的密法有可能是纯密类的密法，而传

给吐蕃臣民的密法就一定是公开传布的陀罗尼或是持明密法，从这些人后来修行取得的成就



 

 

来看，多与莲花生的八种持明成就相似，故莲花生传播的应主要是持明密法。而且，莲花生

后来也被迫回国，回国前将所译无上瑜伽类密典作为伏藏埋于地下。到赞普赤祖德赞时，虽

然他本人仍崇奉佛教，但也不得不下旨：“除说一切有部（戒律仪）外，其他律宗及密宗（暂）

不翻译”。36于是，在《丹噶目录》中，没有瑜伽部与无上瑜伽部密典。 

根据以上对文献、图像及两位密宗大师的分析，笔者认为，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密教

仍处于持明密教阶段，同时陀罗尼密教也比较流行；胎金两部纯密密法虽然已有传入，但并

不广为流行，可能出现过金刚乘道场；大瑜伽密法和无上瑜伽密法也有传入的痕迹，但仅限

于吐蕃文文献资料中，因此可能仅在吐蕃本土或吐蕃人中昙花一现。 

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密教在整个敦煌密教中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地位来看，笔者认为彭金

章先生对其定位比较准确，彭先生认为敦煌石窟现存丰富的密教遗迹，按时代可分为早、中、

晚三期，中期“包括中唐、晚唐、五代北宋初期的密教遗迹，属于汉传密教的鼎盛期”37。

为什么将吐蕃时期作为敦煌密教“中期”的第一个阶段，笔者认为有如下四点原因：1、无

论是密教文献，还是图像，吐蕃时期较之盛唐以前在数量和种类上都大大增加了。2、与密

教有关的图像在这一时期开始进入石窟主室的中心位置。3、首次出现了印度波罗风格的密

教曼荼罗，此后的晚唐时期波罗风格的曼荼罗越来越多，在敦煌大行其道，敦煌的密教开始

出现汉印两种风格相结合的特点。4、这一时期除了大量的持明密教遗存外，出现了金胎两

部纯密密法的遗迹，特别是莫高窟第 361 窟中出现的特点，可能直接影响到了晚唐时期的

洞窟，使得晚唐时期出现了像第 14 窟这样典型的密教洞窟。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吐蕃

时期是敦煌密教中期的第一个阶段，已经拉开了密教在敦煌鼎盛的序幕，此后的归义军时期

敦煌佛教的密教化倾向越来越重。此外，处于敦煌中期的密教不仅是在汉密方面十分兴盛，

从现存的遗迹来看，从印度传来的波罗风格的作品在归义军时期也很盛行，这种影响最初应

从吐蕃时期开始，现在学界也比较认可这些作品最初应是从印度传入吐蕃，之后又从吐蕃传

入敦煌的。 

从遗书和考古资料来看，这时的密教，敦煌与吐蕃本土有许多共同点，比如同样信仰以

陀罗尼和持明密教为主的密法，同样大量抄写《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等密典，名僧法成还将

《诸星母陀罗尼》、《金光明最胜王经》等重要经典进行了汉藏对译，使它们在吐蕃本土与敦

煌同时传播流行。相对来说，吐蕃本土与敦煌的密教也有不少差别，汉人和吐蕃人的密教取

向差别较大。从敦煌遗存看，汉人仍比较注重汉密，特别是唐代高僧所译的密典，与汉传密

教的图像在敦煌仍居于主导地位。由于吐蕃的占领，此时中原虽然已进入密宗时期，但敦煌

的汉人仍以持明密教为主要信仰方式。在吐蕃本土，虽然从印度传入的大乘密宗也一再受阻，

但除了莲花生大师之外，仍出现了毗卢遮那、无垢友、法称、南喀宁波等密宗僧人传法，而

敦煌的名僧中始终未发现有密宗高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赤祖德赞（815~838 年在位）

曾派遣王妃贝吉昂楚和重臣贝吉云丹赴敦煌主持和参加敦煌吐蕃文《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

的抄写工作，在藏传佛教僧尼中，凡法名首尾带有“贝”字样，表明他们崇奉密宗，显密双

修，38故贝吉昂楚和贝吉云丹都可能是密宗的修持者。而在同一时期的敦煌，密教还没有进

入宗派时期，也就是说尚未达到密宗时期，传播、翻译密法的僧人仍是像法成这样精通大乘

的僧人。由此可见，整个敦煌的密教仍停留在以信仰为主的层面。 

 

四、唐代大乘思想与敦煌密教之关系 

最早的陀罗尼密典与最早的《法华》、《华严》类经典都是在早期《般若》经类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以往学界也比较关注陀罗尼密典与这些大乘经典之间的密切关系。实际上，直

到持明密教、甚至于纯密时期，密教与这些大乘思想之间仍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随着唐

代佛教向世俗化方向发展，大乘佛法的密教化倾向越来越浓。华严与法华两种思想可以说是



 

 

敦煌佛教史上自始至终都比较流行的两种大乘思想。 

在中唐开凿的多个洞窟内华严经变都绘于药师经变旁边，文殊变与普贤变多对称绘于正

龛外南、北两侧，如前已提及“文殊主智，普贤主理，二圣合为毗卢遮那，万行兼通，即是

华严之义也”。真言乘《大日经》的形成与毗卢遮那佛的信仰有关，是受了大本《华严》的

影响。日本僧人空海在《秘密曼荼罗十住心论》之所以判华严宗为第九心，就是因为华严多

以密教理论会通，故又在天台之上。 

吐蕃时期的敦煌，法华与密教的关系更为密切，《法华经》经文中也称自己是“如来秘

密之藏”。对河西密教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不空，一生重视以密教来护法护国，以密教的三密

法修持法华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之一。不空为修持《法华经》，编撰《成就妙法莲花经王瑜伽

观智仪轨》，择地建坛一如胎藏法和持明法修持。因此，莫高窟第 361 窟主室东壁门上的释

迦、多宝对坐可能就与类似的密教坛法有关。在唐代，认为法华等大乘佛教也是密教的观点

很流行，如求学于大兴善寺的日本僧人圆仁在《苏悉地经略疏》中认为：大乘、真言乘说理

密、事密，同为密教；但是华严、般若、维摩、法华等诸大乘只说理密，不说事密，未尽如

来秘密之旨，故与真言教有别。所以，唐代传入日本的密教形成以《大日经》、《法华经》并

重的台密一派也不是偶然的。 

在吐蕃，莲花生所传的密法融汇了大乘中观思想，同样开创了吐蕃佛教以密宗为主、显

密结合的道路。由于吐蕃对敦煌的占领，摩诃衍等敦煌高僧入藏传法。虽然在吐蕃僧诤会上

汉僧失利，但从出土的文献资料来看，禅宗在吐蕃仍然继续传布，吐蕃僧人甚至于在密宗的

基础上，吸收了禅法，促成了大圆满法的形成。此外，作为敦煌后期唯识宗的代表法成也兼

传密教。 

因此，从敦煌陷蕃前后的历史背景来看，此时的敦煌密教状况是与唐代大乘思想、密教

结合流行的潮流是一致的。吐蕃时期的敦煌，密教尚未走到宗派阶段，仍是与其他大乘思想

一同在信众中流行。与其他大乘教派相比，这一时期敦煌流行的各种密法大多是以去病消灾、

延寿祈福为主要内容，注重实用价值与世间利益的供养法，因此很受民众欢迎，以至于大量

抄写《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大量绘制观音、地藏与毗沙门的形象。从这一点来说，这一时

期的密教已经在民众中取得了广泛的信仰基础，在此后的归义军时期敦煌密教便出现了极盛

的局面。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如下结论：1、吐蕃时期的敦煌密教主要处于晚期持明密教阶段，

但陀罗尼密教仍旧流行，不同于此后的纯密，这两者是公开传教的。在吐蕃人上层中，胎藏

界与金刚界密法已有人开始修持。2、从遗书和考古资料来看，这时的密教，敦煌与吐蕃本

土既有许多共同点，也有不少差别，汉人和吐蕃人的密教取向差别较大。汉人仍比较注重汉

密，由于吐蕃的占领，此时中原虽然已进入密宗时期，但敦煌的汉人仍以持明密教为主要信

仰方式。在吐蕃人中，受印度传入的大乘密宗影响较大。3、带有杂密思想的大乘经典与经

变画非常流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此时的密教并非是独自流传或秘密传授的，而是与许

多大乘显教经典相辅相成的。4、与当时敦煌流行的其他佛教思想相比较，密教更容易被民

众接受与信奉，因此相当流行。5、从唐代前期比较流行的判教思想来看，吐蕃统治敦煌时

期密教信仰出现的特点是与这些判教思想相一致的，也是符合当时民众信仰普遍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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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Guhya-yana in Dunhuang ruled by Tibet 

ZHAO Xiao-xing 

(The 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730020，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Guhya-yana in Dunhuang ruled by Tibet. It is according to Buddhist 

documents written by Chinese and Tibetan from Dunhuang, archaeological achievement from Dunhuang 

Grottoes of Tibet, and the studies of the scolars, Mr.LU Jian-fu and Mr.Tanaka Kimiki. The major features 

of Guhya-yana in Dunhuang ruled by Tibet were summarized by the arthor, for example: 1. Guhya-yana 

in Dunhuang during this time was late vidyadharani-yana majorly, but dharani still spread. The two 

Guhya-yana, were different of mantra-yana, made kown to the public. Garbhadhatuh became faith and 



 

 

                                                                                                                                                               
believed by some Tibetian noble. 2. Guhya-yana in this time was different from Dunhuang to Tibet 

acorrding Dunhuang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achievement. Chinese still believed Chinese- 

Guhya-yana, and Tibetians still more believed Guhya-yana from India. 3. It was popular that Buddhist 

Scripture of Mahayana and the mural about Buddhist Scripture had the content of Guhya-yana. 4. 

Compared with other Buddhist factions, Guhya-yana was accepted easier by people. 5. Guhya-yana in 

Dunhuang ruled by Tibet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popular views that judged the different ideas of 

Buddhism. 

Key words: Tibet; Dunhuang; Guhya-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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